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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之于教育决策的主体性
信任危机及其规避

孙 立 会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人工智能为教学注入新生力量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反思。算法偏见、隐私侵犯及情感忽视触发了智能教育

中人机信任危机，进而导致决策自主权虚置。 人工智能教学决策中应凸显“人”之主体性，建立由教师信心主导的决策模

式能帮助教师挣脱技术中心的拜物主义泥沼，实现决策独立场，并释放错误归因的心理枷锁，坚守教学主体责任，同时

发挥教学的感通性，降低智能情感依赖。 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为教师决策效能的影响要素解构提供了分析框架，教师

智能认知误区和职业危机感主导了信心机制的建立，自身行为的成败及替代经验连接着教学的信心与行为。 人—机—

智能情境因素各主体的能量转移影响着系统的和谐交互。 由此，从技术主体、关系维系与机制保障三层面设计教学决策

中“人”之主体性的实现路径，建立解释与理解双向发展的智能教育体系，着力塑造人—机—情境协同共生的智能教学

互信生态，并不断完善智能决策伦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重启人工智能教育信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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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经数次摇曳与停摆，但众多研
究者对图灵预设的机器智能的追求从未停滞。 2016
年，AlphaGo击败李世石重启了人工智能热潮。 现今，
人工智能所涵盖的深度神经网络、自主计算、机器感
知等关键算法使得机器具有了超强的“类人”智能性，
由此也引发了人类对人工智能应用中人的价值理性
与机器的工具性之间主体地位的深刻反思，其根本则
是人工智能与人之主体之间的“信任”问题。伴随智能
教学应用的普及，智能教学决策中的信任危机也受到
研究者们普遍关注， 如何在智能教学中精准决策、规
避风险，以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最佳教
学效果成为技术研发者和教学实施者们的一致追求。
目前研究多将智能教学应用中的各类问题归咎于数
据算法，以至于不断追求突破技术限度，包装美化智
能机器决策可信度“外衣”，却普遍忽视了“人”在教学

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教学主体“人”在决策中
独立于智能机器之外的自我信心这一心理过程要素
的作用。 因此，探索教师在智能教学决策中自信心形
成的心理机制是未来人工智能教学应用发展的核心
议题。

二、问题导向：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
信任危机的触发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应用后
果的深刻反思 。 正如斯蒂芬·威廉·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所言：创造人工智能的成功将是人
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不幸的是，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除非我们学会如何规避风险。人与人工智能间的交互
效果由“信任”介导，应用过程中出现的算法问题却触
发了教学决策的信任危机。

（一）技术危机：算法偏见导致教学决策失衡
人工智能以数据、 算力和算法为三大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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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系统运行的核心遵循。算法如今以多种形式影
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教学实践中实现了广
泛应用，如辍学预警系统、作业自动化评分系统、招生
数据采集系统等。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
不断深入，系统中由于算法偏见导致教学决策失衡的
问题引发了普遍重视。算法偏见是指在算法开发和应
用中，开发设计人员将自身和社会偏见集成到数据采
集和处理过程中，进而产生了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和偏
见性的预测或推论[1]。 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算法偏见
设计体现种族、国别和性别偏见等诸多方面。 有研究
表明，毕业预测模型算法面对不同种族学生的预测效
果存在差异，该模型对白人学生的误报率较低，而对
拉丁裔学生的误报率较高 [2]；自动化评分系统相较于
教师人工评分更具高效性，但却被发现其对白人和非
裔美国学生的评分更加准确 [3]；性别引发的偏见同样
存在于人工智能教学系统中，如有研究报告了用于预
测学生课程通过率的算法系统对男生的预测效果较
差[4]。 无论互联网络时代的“信息茧房”还是当今智能
浸润时代的“过滤泡”，无不体现算法对人认识真实完
整世界的认知“窄化”，算法需求取向的智能推送是
对“人”之主体性价值选择权的严重挑战。智能系统的
算法发展如何，其都是数据结果的计算、排除和呈现
方式的上位规划， 更是技术构建者价值观的客观反
映，“人” 在与智能系统算法交互中的 “任其发展”与
“自我放弃”造成了算法偏见，也由此成为触发人工智
能教育系统决策信任危机的动因之一。

（二）伦理危机：隐私侵犯引发道德决策风险
个性化学习、自动化评估及监督管理系统为教育

教学带来科学性和便利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工智能
教学应用的伦理和道德省思。智能教学系统将师生置
于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说的“超级全景监狱”
之下 [5]，一切的学习和教学行为活动数据都变得开放
透明而无所遁形。教育数据的开放共享是打破信息孤
岛、数据垄断等问题壁垒，助推精准决策的基础要素，
但数据开放随之带来的便是个人信息过度暴露造成
的隐私侵犯等问题。学生和教师隐私保护问题是目前
围绕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伦理隐患之一。 目
前， 智慧校园建设中的人脸识别技术服务于宿舍、图
书馆和课堂出勤等日常教学生活管理，精准记录学生
的学习时长和活动时间；更有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
分析学生学习行为（阅读、举手、书写、起立等）以及情
绪状态（高兴、伤心、愤怒）以判断和分析学生的学习
模式[6]。这些数据使用得当可以便利教学，但如若未能
得到有效的管理和规范的准则约束便会造成对学生

隐私的侵犯，而学校普遍默认学习数据使用的知情同
意权，并且也多忽视考虑教学监控和跟踪中学生表现
失真和不安情绪等问题。 由此看来，隐私侵犯问题的
实质是人工智能过度“入侵”学习者个人空间而使其
产生担心领域“失守”的心理状态，而这种“想使用但
又怕受到伤害”的心理势必会埋下人与人工智能之间
“怀疑的种子”，造成智能教学决策的信任危机。

（三）情感危机：情感交互忽视造成认知决策偏差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以其对教学与管理中数据的

全面挖掘和客观分析而被视为科学教学决策的保障，
但“冰冷”的数字和机器是否能代表教学本质委实需
要长期的实践考量，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应用多表现
为帮助师生完成“功能性”的任务，而忽视了师生“情
感”领域的信息，尤其对智能环境中师生间情感交互
问题的关注。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外界事物态度的
主观体验和相应的行为反应，表明了主体需要与客观
外界事物间的关系，由个体主观体验、面部、姿态和语
调表情等外部表现及呼吸、心跳、血液循环和皮肤电
反应等生理唤醒作为其具象化体现。智能教学机器遵
循上述原则设计算法通过捕捉学习者生理和行为信
息以解释学习者实时的情感体验。如利用神经网络模
型捕捉学生面部生理表情以分析学生课堂中的情绪
反应，并与教师相应时段的教学内容相联系以对教学
效果作出研判与改进[7]。 近来兴起的情感计算研究则
试图创建一种能感知、识别和理解人的情感，并能针
对人的情感作出智能、灵敏、友好反应的计算系统 [8]。
单向度的情感识别和分析缺乏对教学主体交互的关
注，情绪可以被捕捉，但情感却难以被计算。 或许这
正如“莫拉维克悖论”所喻：对人工智能系统而言，高
级推理需要的计算量反而少于低级无意识认知。 教
学活动作为一种鲜活的生命体验尽显无意识的“细节
之美”，师生互动中所表现出的关怀、尊重、信任、同理
和共情等真实的情感流露是否能通过系统 “计算”出
来目前还未十分明确，这也导致了人机教学决策中的
信任危机。

三、视角转向：智能教学决策中“人”之主体
自信的建立何以必要

机器“智能化”精度的不断升级同时也助推教学
中人向“机械化”执行者的角色转变。 究其根本，人工
智能教学决策中信任危机的产生源于人对人工智能
的信任和人工智能可信度的错位匹配。人对人工智能
的信任随着智能体在教学决策中的功能性表现而动
态改变，从而使教师产生对智能辅助决策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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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判， 并受此影响可能产生错误归因的恶性循环。
智能教育应用的“虚幻”迷局中，教师与机器的交互关
系是其本质所在，信任作为一个中观概念，一个方向
连接“人”的微观心理活动，另一个方向连接宏观智能
环境，使得教学决策的责任左右摇摆，而要发挥人工
智能教学的优势则必须将责任天平摆向“人”，人要学
会在“纠缠”的人机关系中独善其身，发挥人之独立体
信心之源的决策，以此彰显教学决策中教师“人之为
人”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

（一）从场依赖到场独立：挣脱拜“物”主义的泥沼
化解人工智能教学决策危机，教师应当实现从智

能体依赖型决策到依靠主体信心决策方式的转向，即
对教学效果的预判不应由智能机器的工具理性决定，
而教师需要具备的是： 无论智能机器预测效果的好
坏，都能有信心、有能力从人的“价值理性”的向善维
度把控教学全局，作出精准的抉择与判断。 正如赫尔
曼·威特金（Herman A.Witkin）所提出对“场独立”和
“场依存”两类认知方式的区分。场依存型倾向于以外
界参照作为内部信息加工依据，场独立型学习者的内
部信息加工较少受外界参照物的影响。 同样，“场依
存”的教学决策者在智能教育情境中普遍存在。 人类
模拟复制人的思考方式而创造了人工智能，而在应用
中却深陷于其影响“无法自拔”，在自身不自知的情况
下认知和思维方式受到“钳制”，以至于形成拜“物”主
义倾向。 教师在智能环境中的教学决策判断亦是如
此，研究显示，教师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会随着智能机
器的性能动态演变，即人工智能系统表现好，教师对
其信任无变化，但如若其表现不好，则对其信任程度
急剧下降，并其信任程度会随着智能机器的表现下降
而持续下降 [9]，这种“以物悲喜”的信任决策心理机制
将会严重制约教师自身的教学判断。 由此看来，挣脱
智能机器之“物”的治理泥沼，以教师自身信心为目
标，建立场独立性教学决策机制势在必行。

（二）从责任外推到责任归位：释放错误归因的心
理枷锁

技术辅助课堂教学的责任归属问题从未像人工
智能在教学中的应用这般饱受热议，试想传统的信息
技术辅助课堂教学， 教师几乎不会将课堂中的教学
问题归咎于教学课件和媒体资源， 但这种责任归因
方式对于人工智能教学应用则不再成立。 面对教学
智能体， 教师似乎更加容易心安理得地将教学责任
外推。安德烈亚斯·马蒂亚斯（Andreas Matthias）指出，
这可能是因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者无法预测其运
行后果，甚至无法干涉其运行[10]。 诚然，人工智能系统

的“类人”设计原则以及训练数据的分布不同使得其
行为更具自主性和不可解释性，更有研究者声称人工
智能系统的自主性已足以达到将其视为与人类同等
程度的道德主体[11]，但这种放弃自身责任主体地位的
想法无疑是可怕的，更加容易使教师在决策中迷失自
我，产生不当责任归因进而影响后续的教学动机与行
为。 如研究表明，教师如接受人工智能的建议得到积
极反馈，则教师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增强，自信心没有
变化；拒绝人工智能得到积极反馈，则对人工智能信
任下降，自信心提升，但教师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程度
并不会影响教师接受或拒绝人工智能的决定，真正具
有决定意义的则是教师在决策中自身的信心[9]。 借用
伯纳德·韦纳（B.Weiner）归因理论中的“三维度模型”，
人工智能教学决策中教师主体自信心作为内部可控
不稳定性因素更加有利于教师教学决策。

（三）从情感依赖到情感独立：厚植“人之为人”的
感通性

教师的个人情感是建立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原初
认知，目前大多关于人工智能信任的研究集中于从认
知方式入手提高使用者的信任程度，而对情感因素在
信任决策中的作用机理少有探讨。人类对类人机器的
依恋问题是影响人机交互系统中信任建立的关键。情
感心理学认为， 人在责任和压力环境下会本能产生
“转嫁”心理，使得人们更可能将自主和智能特性“投
射”于机器之上，在其内心建立依恋纽带，进而产生
“同行安全感”和“责任共担感”，以缓解和减轻教学焦
虑[12]。 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情感依赖问题是以智能机
器行为导向决策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过度的情感依
赖容易导致“讨好型人格”的形成。于全景式的教学监
控之下，师生难免产生迎合心态，粉饰自身行为以符
合既定算法标准，甚至养成“表演型人格” [13]，使得教
师在教学决策中“迷失”自我。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即
使再进一步深入，其根本原则依旧是数据、算法上的
择优，而非情感、道德的选择，人机交互中人得以凸显
出来的依旧是人的心性特点[14]。 因此，亟须建立以教
师主体自信导向的决策心理机制，实现从人对智能体
情感依赖到情感独立的转向，发挥“人之为人”的感通
性， 在教学决策中以教师个人信心为中心连接和互
动，以体现人工智能辅助教学中人的“切身参与性”和
“实践主体性”。

四、要素解构：智能教学决策中
“人”之主体自信发生机制

智能教学环境中，教师信心主导的独立教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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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上体现为教师个体对其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
行为所进行的判断，同样也是个体自我效能的一种表
现。自我效能现象作为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三元交
互决定论的经典内容，正是社会学习理论对人的主体
因素及作用机制的有效彰显与对人性及因果决定模
型的理智把握。 三元交互决定论中对环境、行为与人
的主体因素对自我效能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剖析智
能教学决策中人之主体自信发生机制的解构框架。

（一）个人主体因素的主导：认知误区和职业危
机感

影响智能教学中教师决策信心之“人”的主体因
素指教师在使用智能技术辅助教学的过程中的个体
认知及情感的内部心理变化，而教师对人工智能的认
知和情感体验对其把握教学节奏，实现精准教学预判
具有决定性作用。教师对课堂教学中智能系统科学理
性认知是其决策自信的基本前提，目前部分教师对人
工智能及教学应用存在认知误区，影响了其是否接受
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开展教学，这种认知误区主要表现
在对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功能层面的误解。人工智能的
表层意蕴为其披上了“类人智力”的外衣，并使其拥有
了“超级计算”的属性，这同时也在心理为其树立了
“强大且神秘”的形象，从而可能会致使教师产生“过
度崇拜”的盲目信任或“恐惧担忧”的拒绝使用两类极
端反应。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并没有如此高端神秘，作
为教学资源、辅助管理、批改作业、智能答疑等功能性
程序系统，早已渗透至学习的各个层面。因此，排除教
学者对人工智能的认知障碍是教师信心建立的基本
前提，但无论人工智能发展程度几何，使用者应警惕
的永远是其智能的“灵魂”，而非机器的“外壳”。

教师于智能环境中的情感状态也制约其决策自
信心的建立[15]。 人工智能技术“先入为主”、高效精准
的特征使教师在与之交互中也不断萌生对自身教学
地位的隐忧， 从而产生未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职
业危机感。 危机感产生于教师内心“失踪”的安全感，
安全感的缺位恰是教师自身不自信的重要表现。 究
其根本，笔者认为，此境遇是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场景
中教师主体的“错位比较”造成，以人的“有限性”去对
抗人工智能的“无限性”，从而放弃了教育中对人主动
权的“自守”。 如与人类教学执行者相比，人工智能系
统的快速存储和海量资源传递以及重复机械性教学
行为操作和“不知疲倦”的监督管理等功能确实具有
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教师于教育语境中触及心灵善
美的追逐与求真探索的深切体验之“道”的地位是目
前智能应用之“器”难以企及的，即从教师心灵层面生

发的对教学对象的影响是其永不湮灭、恒久不断的使
命所在。 由此看来，即使生理意义上的人存在被彻底
还原的可能，但哲学意义上人类的心灵不可能被彻底
还原，秉承着人工智能的教学应用应当只是“代具”而
非“代替”[16]，在教学中“借力”而非“依赖”人工智能是
自我决策信心建立的心理基础。

（二）行为效果因素的连接：自身行为的成败及替
代经验

三元交互决定论中的行为因素指的是个体在环
境因素和主体人因素的作用下进行的活动，分为实际
行为和潜在行为。实际行为一般指个体亲身参与的活
动及产生的延迟影响效应；潜在行为可理解为个体心
理及学习的行为准备及受先验逻辑和榜样示范作用
主导的心理倾向，将其投射到影响智能环境中教师决
策信心的影响因素可分为教师主体与人工智能交互
活动的成败经验及观察榜样行为的替代性经验。教师
个体在人机交互教学中个人活动行为的成败经验这
一效能信息源对其自身决策信心建立的影响最大。换
言之，成功经验会提升效能期望，反复的失败经验则
会降低个体的效能期望。 由是，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学
系统的交互积极性“初体验”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教
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失败经验的正确归因也是决策信
心建立的有效保障。积极的归因方式应将成功归因于
教师内部因素， 增加教师智能教学中的自我价值认
同；同时善于将失败归于外因，减少责任负担感，达到
信心自我保护机制建立的目的。

榜样行为的替代经验也是影响教师决策信心建
立的因素之一。人行为的效能期望大多来源于观察他
人的替代性经验，即教师观摩和借鉴示范者的成功经
验，以帮助建立成功把控人工智能教学及独立决策的
信心，而这一行为结果与教师群体间的经验交流方式
密切相关。教师在“经验迁移”的过程中需审慎的关键
环节即注意将自身真实的教学情境与榜样示范的问
题模式及情境框架进行迁移比较。 同时，替代性经验
帮助决策时还应充分考量两方面因素的干扰效应：一
则是“易得性心理偏差”的干预，即人们总是倾向于作
出容易的决定而非有价值的决定，这与该经验相关的
认知提取的难易程度相关， 如教师在教学观摩中的
感官体验与参与程度决定了其是否会认同并复制这
一教学行为， 同时观摩活动与自身的联系程度及熟
悉程度也会影响教师对人工智能的选择和使用；二
则应防范的是观察替代性经验的成功与否而非切身
体验可能会使教师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产生“先入为
主”的心理体验，教师可能从内心分化出抵触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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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意志情感，并主观弱化与人工智能之间的
连接， 使得教师和人工智能产生非教育性疏离感，从
而使教师产生对技术教学应用的消极心理体验和被
无用感、无价值感等低落心境所支配的被动技术应用
行为[17]，这同样会限制教师主体决策自信的发生与建
立。因此，替代性经验的观察学习应谨记个体并非从经
验行为中学习，而是通过对经验的反思性建设而学习。

（三）智能环境因素关系转移：人、机、环境三者交
互能量的“此消彼长”

三元交互决定论指出，人同时是环境的产物和营
造者[18]。 主体人作为环境的营造者，通过自身的选择
定义环境，并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改变环境。行为、人和
环境因素相互连接并相互作用以产生影响，“交互”体
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决定”则表现为“事物
间交互影响的产物”。由此，笔者认为在智能教育情境
中，“环境”应当被看作是一种人机与周围环境“关系”
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则由教学生态中三者之间的交
互活动所决定，不同情境的交互体现了三者关系网络
中能量的“转化和迁移”。教师如何有效地适应和处理
不同人工智能教学情境关系网络中各主体间能量的
“此消彼长”是其决策信心发生和建立的关键，即教师
主体在智能教学环境中应找准自身定位，处理好与学
生和人工智能两类“环境”之间的关系。技术“入驻”教
育引发了教学的主体性功能之“辩”，而智能技术因其
“智化”特征，在处理其关系中还应审慎考量伦理责任
之“思”。教师与智能技术的关系处理是其主体决策自
信建立的逻辑起点。 人工智能教育环境中，教师只有
坚守本心，杜绝教学自主决策权的“放逐”与“让渡”，
才是规避风险有效决策的肯綮之所在。

师生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影响教师决策自信建立
的主要因素之一。智能教学环境中阻碍教师决策自信
机制建立的师生关系问题呈现出“松散和紧密”两极
分化的状态。 “紧密”一面表现为过度“让渡”，即智能
的加入使教师角色可有可无。如学生通过人工智能自
适应学习系统开展自主学习， 并基于对自身知识储
备、 学习风格和认知发展的反馈及时调整自身状态，
并且智能系统也通过“学习”实现对资源更加精准的
匹配与推荐。 此学习形式从目标确定、内容选取及学
习评价过程全程都无需教师参与，教师教学耳濡目染
的言行示范和潜移默化的支持教导退出了教学舞台，
从而造成了教学中师生的“角色失位”[19]；“紧密”的另
一面则表现为过度“控制”，智能语言、图像和行为识
别能够采集并分辨学生的各类学习状态，这意味着学
生学习的一言一行与变化发展都在教师的严密掌控

之下，使师生演化为绝对的“施控者”和“受控者”，使
教学中师生交互的分寸和界限逐渐模糊，更甚者弱化
了教育教学的价值。 因此，教师在智能教学中有效决
策和信心建立的“环境”保障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与维系，这种良好关系建立的前提应重点关注教学中
师生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挖掘教学中师生间有“温度”
的互动关系，加强师生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以营造和
谐共生的师生关系环境。

五、信任重启：智能教学决策“人”之主体
自信建设机制

智能教学环境需要培育以自身信心为主导的优
秀决策者，坚守教学的教育性为基本准绳，凸显决策
中“人”的主体性作用：应从技术共生的视角切入，建
立“解释与理解”双向发展的智能技术体系，并考量
人、机、环境三者和谐互生的关系网络，不断完善智能
决策机制的外部建制保障， 实现顶层规划与整体布
局，重启人机交互中的信任机制。

（一）技术共生：建立“解释与理解”双向发展的智
能教育体系

智能教学环境中突出人之主体自信在决策中的
重要作用，建立由教师主导的决策信心机制的首要前
提是建立人工智能的“主动解释”和人类教师“主动理
解”双向发展的教学体系。不可否认，智能体作为教师
的首要互动对象，其数据基础和算法程序的不断精细
化发展，对加强人机信任程度，实现更加精准的教学
决策有着重要意义。技术开发者应不断推动并追求可
解释性人工智能的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信任与人工
智能的可解释性呈现积极的正相关，算法的透明度所
反映的基本操作规则和内部逻辑在信任机制的建立
中至关重要[20]。 可解释性关系建立的诉求与人工智能
的算法“黑箱”效应对应，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的最大难
题即系统使用者甚至程序开发者都难以对系统输入
和输出数据中间内部算法的工作机制有着绝对精准
的把握， 尤其对于无监督学习无法提供训练数据，机
器通过聚类发现数据中心的相似群自行“学习”，从而
使得其输出结果更具不确定性。多数教学工作者更是
对人工智能的原理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此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很容易被归咎为算法的不透明性及机器
数据自我训练的未知性。可解释性人工智能的目标便
是使系统的预测和行为更易被理解，其在因果关系推
理层面的突破成为破除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壁垒的
关键。 智能系统模型大多基于相关关系展开决策分
析，而没有揭示对象属性间的因果机理，因此，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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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基于反事实推理的因果表征学习关系可能是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破局之作。

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的发展也意味着其“可理解
性”的增强，人机关系的建立表现为机器向人靠拢，由
“智”趋向“人”的一侧。 教师也应向人工智能“主动奔
赴”，积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和理解，形成人
机双向接近的互动生态， 以此建立对主体人决策信
心的保障支持。 研究显示，支持智能技术的可靠性和
使用者的能力是人与人工智能信任发展的两个重要
维度，其中，人对智能系统的理解成了制约两者对人
工智能信任影响关系的最强干预因素[21]。课堂教学中
用不用人工智能已然成为一个“假命题”，而如何在
教学中更好地应用人工智能才是一个真问题。 并非
“逃避”人工智能就能不受其影响，教师应做的是积
极做好心理与行为建设， 避免陷入技术应用的心理
窘境和慌乱无措感支配的被动应用中。 教师在行动
层面应主动了解并学习人工智能教学相关专业知
识， 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科普教育类与专题培训类活
动，在亲身实践和与优秀教师教学交流切磋中提升教
师使用人工智能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明晰教学中人与
人工智能的责任边界。

（二）关系互生：打造人、机、情境协同共生的智能
教学互信生态

教师信心为主导的教学决策模式表现为教师对
教学整体的把控有信心时接受人工智能的建议，而在
没有信心时则选择拒绝人工智能系统的建议， 这种
“心无外物”的决策方式是人之为人的“独立姿态”的
集中反应，这种独立和强大并不是远离外物的“傲慢
与孤僻”，而是与其周围事物的“适应与和解”，即能够
适恰地处理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人、机和问题情境
构成了智能教育生态网络，建立并发挥由教学主体信
心主导的决策效能的关键在于营造教师、人工智能及
教学问题情境三者和谐共生的“互信生态”，建立并打
造互信共同体。 定义角色以实现责任共担，教师应在
不同的教学情境中对人工智能的角色进行心理设定，
以保障其在智能教学中调整并维持最适交互状态。人
工智能的角色定义一般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从亲密程
度排列依次为敌人、工具和伙伴，通过不同情境中人
工智能所“扮演”的角色归于这三类中的某一类而展
开分析或批判，教师不应将某一教学情境中的人工智
能角色定义为固定的某一类别，教师应学会在不同的
活动行为中做到适时地“转换”，应以对“敌人”的戒备
状态审慎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风险和危机，以“工具”
辅助视角助力教学有效开展，并以“伙伴”合作心态正

视教学中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以夯实教学各环节中
的责任主体地位。

互通有无以实现价值共享。实现人工智能与教学
主体的利益共联，其程序设计应将教师和学生的利益
置于首位，并保持与人类相近的价值观。 如研究者指
出，机器若想获取人类的信任，必须通过反复“沟通”
了解人类的价值取向（意图和信念），并不断向人类解
释其每一步决策的意图，而实现这一“双向沟通”的关
键是建立心智模型以建模人类意图，简而言之，即将
人类意图解释为机器能够理解的形式，以加强机器自
身建设而增强人机互信。机器“揣摩”人类心智减少人
机之间的认知思维差异以加强互信的实现目前还尚
有难度。 笔者认为可转换角度，从文化的土壤中挖掘
人机物互通的交流方式，以人工智能时代万物主体和
谐共生的方式为其注入灵魂。 中华文化历来崇尚“天
人合一”的一统思想和“中庸为德”的无为之道，而反
对“绝对”和“分裂”的两极化思想，引鉴中华文化中
“一” 之精髓以审度人工智能教学系统生态中各主体
的关系互生，以整体观、系统观、和谐观和大局观映照
“人”于人工智能参与的大系统整体[22]，发挥教学中人
之主体性，敬畏技术，敬畏自然，努力建构互信生态。

（三）创生共建：完善智能决策伦理的法律法规和
制度建设

智能教学环境中教师信心主导的决策机制充分
释放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一信任机制的建立同时也
需外部建制的完善。人工智能在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几
经沉浮，由此演化出了强弱人工智能的分说。 教育领
域甚至各领域中多由弱人工智能主导，即利用人工程
序系统解决特定教育问题，但强人工智能的实现一直
是研发者和应用者的终极目标。强人工智能的技术逻
辑是能够自主学习推理解决问题且具备自我意识的
智能体，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审思和法律权利的探讨
也由此发轫。 2021 年，科技部颁发了《新一代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 提出应充分考虑当前社会各界人工智
能的隐私、偏见、启示和公平等伦理问题，并提倡善
用，防止滥用，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虽取得一定
进步，但更加完善的社会建制尚待不断探索。

与此同时，面向强人工智能自主意识的发展目标
的责任和权利主体之争也甚嚣尘上。人工智能的注入
“扰乱”了原有的法理体系，亟需法律体系内部的整体
反思与全面整饬，在人工智能相关法律的制定中应及
早扼断法律层面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完全人格、责任主
体性的倾注趋势，坚守以“人”为主体性的价值审判立
场。 教育教学与司法审判同样都表现为人性、道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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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组织性交织的活动特性。 教学主体在教学内容、
学情分析、学习评价等活动中也应持有绝对的自主决
策权，教师绝不应将其自主权“让渡”给人工智能。 应

谨记：人工智能未来无论发展如何，其工具性属性不
会改变，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决策是永恒不可替代
的意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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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rought new energy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has

also caused a lot of rethinking. Algorithm bias, privacy invasion and emotional neglect have triggered man-
machine trust crisis in intelligent education, which leads to a lack of decision -making autonomy.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cision-making model dominated by teachers' confidence can help teachers break
away from the quagmire of technology -centered materialism, realize the independent field of decision-
making, release the psychological shackles of false attribution, so as to uphold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eaching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play to the perceptual natur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reduces the emotional dependence of intelligence. Bandura's triadic interactive determinism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deconstruct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decision
making. Teachers' intelligent cognitive misconceptions and professional crisis domin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idence mechanism, an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ir own behaviors and alternative experience
connect the confidence and behavior in teaching. The energy transfer of each subject of man-machine-
intelligence contextual factors affects th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of the system. 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teaching decision -making is designed from three levels of technical
subject,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an intelligent education system with two-way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s established, and a mutual trust ecology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which human -computer -context coexist is shaped. Meanwhile,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s of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is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trust mechanis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s restarte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Trust Crisis; Subject Confidence

the know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the process of human
knowing will limit human subjectivity. (3) Understanding human subjectivity in terms of non-knowing can
provide a reasonable solution to the dispute over the theory of teaching subject, which in turn can develop
the theory of teaching subject, and can also provide a thoroug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erspectiv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of teaching subje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Not-knowing; Teaching Subje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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